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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事實查核行為： 
以食安訊息為例

蕭禾秦ab　梁朝雲c　顏榮宏de　孫宇婷f*

摘要

民眾自主查核事實是因應食安假訊息的重要策略，本研究以計劃

行為理論為學理基礎，搭配對查核平台的信任感與使用經驗，以

調查問卷探討民眾的事實查核行為意圖。研究結果顯示，以信任

感為中介的結構模式獲得部分支持，知覺行為控制是最能促進民

眾使用事實查核平台的正向因素，而平台使用經驗、關懷信任感

和能力信任感亦會顯著且正向影響民眾的查核意圖。然而，此一

特定平台給予民眾的正直信任感，反而會顯著地抑制民眾的查核

意圖。

關鍵詞： 使用經驗，食安假訊息，信任感，計劃行為理論，事實
查核行為

緒　論

台灣近年來持續籠罩在食安風暴中，從2006年驗出含禁用動物藥品的中國
大閘蟹、隔年復發現中國添加三聚氰胺的奶粉原料、2010年爆出肉毒桿菌的中
毒事件、2011年在飲料中檢驗出塑化劑殘留、2014年復發生不肖業者將餿水油
回製成食用油販賣事件，再到2015年在市售茶飲中檢驗出殘留農藥，2017年戴
奧辛毒雞蛋和工業用漂白劑漂白豆芽菜，乃至2018年查獲瀝青脫毛豬頭皮製成
滷味等事件。繼2012年選出年度代表字「憂」與2013年選出「假」字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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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為2014年的代表字，諸此又黑又假，又令人憂心的食安事件，嚴重地打擊
民眾對食品安全的信心，更重創台灣農業與餐飲業的國際形象。

上述食安事件不只有蓄意的人為因素，更有些是起因於自然環境之變遷。

在前者方面，罪魁禍首無疑是那些不肖商人的貪婪；在後者方面，氣候變遷與

全球暖化導致農作物病蟲害及農藥過用之問題叢生（王政騰，2018）。除了須強
化管理效能的嚴刑重罰以外，落實食品優良作業規範與確立可追溯的制度亦是

有效防患之法，而增進消費者自我察覺能力更是關鍵要務。在此方面，民眾消

費意識抬頭，除了日益重視食品安全與品質外，台灣社會對友善環境栽種與有

機無毒食物的觀念也逐漸萌芽。民眾在生活日常食材強調新鮮、重視在地生產

的飲食習慣，也開始落實到消費行為上（楊玉婷，2012）。但在此同時，亦有若
干人士惡意製造謠言，混亂消費市場，藉機謀取暴利。食安假訊息猶如具高度

破壞力的不定時炸彈，會突發性地攻擊台灣農產暨食品業，形成莫大傷害。然

而，假訊息的事實查核與澄清速度，卻遠不及其傳播速度和範圍（Ecker et al., 
2017）。

假訊息對民生經濟之影響不容小覷，如 2018年「非洲豬瘟」首現中國東
北，並逐漸向亞洲各國蔓延，在台灣全力防堵時亦有假訊息流竄，如同年12
月即盛傳，非洲豬瘟已傳入台灣市場，造成消費者恐慌。結果豬肉產品需求大

減，導致價格下降，極度影響到基層豬農及養豬產業業者生計。假訊息樣態

眾多，多數都會成功達到吸引閱聽者的耳目，影響閱聽者的思維及想法，特

別是行動上網與社群媒體發達的現代社會（王億晴、梁慈芳，2018；Himma-
Kadakas, 2017）。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估計，2018年台灣上網人
數已近兩千萬人，行動上網率也突破七成，民眾使用社群媒體比率亦超過八

成。社群內容的蓬勃發展，再加上社群演算法的分眾機制下所產生的迴音室效

應（echo chamber），讓民眾只接觸到與自己所持立場極為相似的訊息，並更進
一步堅定自己是主流觀點（Wood & Ravel, 2018），導致假訊息在同溫層間的傳
播更為快速。

為因應假訊息的攻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於官方網站設立

「爭議訊息澄清專區（含食安）」，供民眾查證實情。在Facebook上，也有許多人
設立社群和粉絲專頁來防範假訊息的傳播。LINE Taiwan為了打擊假訊息，於
2019年7月將「LINE訊息查證」上線，用戶只要加入該官方帳號，就能將想要
查證的訊息轉入該系統，LINE即會比對自有的資料庫以進行訊息真偽之研判。
「LINE訊息查證」官方網站也會刊登各大查核機構的驗證結果，將已經核實的
訊息廣傳，以盡量阻止假訊息的散播。假訊息無所不在，政府、企業、公民

團體紛紛挺身防制，防制方法大抵可分為：政府干預、社群媒體自律、媒體素

養教育、民眾事實查核等數類（Alemanno, 2018; Jones, 2017; Owoseye & Onyeji, 
http://joemls.tku.edu.tw



89蕭禾秦、梁朝雲、顏榮宏、孫宇婷：解析事實查核行為：以食安訊息為例

2018），其中又以事實查核行為相關研究較為罕見，導致無法具體理解民眾尋
求與判定事實的影響因素，也因此觸發了本研究的動機。

「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簡稱TPB）是當代研究人類
意圖與行為的重要理論（Ajzen, 1991; Krueger, 2000），而民眾查核真實與否正
是一種典型的行為意圖。任何數位平台的使用經驗，包括事實查核平台，都

會影響使用者對該平台的信任感與續用意願（Chen et al., 2019; Sbaffi & Rowley, 
2017）。而對特定事物的信任感，也會影響到人們持續接觸該事物的行為傾向
（Beldad & Hegner, 2018; Rowley et al., 2014）。本研究即以TPB為基礎，搭配對
事實查核平台的信任感與使用經驗，探討民眾對事實查核的行為意圖，希望

藉此回答三項研究問題：㈠TPB所涉變項（即態度、主觀規範，和知覺行為控
制）如何影響民眾的事實查核行為意圖；㈡民眾對事實查核平台的信任感與使
用經驗如何影響其查核行為意圖？㈢上述信任感在本研究所論之預測模型中扮
演甚麼促成的角色？希望透過本研究，能提供政府擘劃政策、業者營運方針，

以及民眾明智決策的科學證據，進而促進農食系統永續的終極關懷。

二、文獻探討

㈠ 食安假訊息與因應策略
Leonhardt與Thompson（2017）指出，假訊息即泛指可信度低的訊息，這一

類故意誤導的錯誤訊息，經常在主流和非主流媒體中流竄。食安假訊息係指，

與食品安全相關的假訊息；亦即：「針對農林漁牧作物或產地及其加工產品，

在產製、存儲和銷售過程中所涉衛生與安全，足以危害消費者健康的部分，

刻意虛構或不慎誤植所產生之不實訊息，在沒有經過有效和及時的查證之下，

經由大眾或社群媒體傳播給公眾」。食安假訊息經常會誤導消費者將其當作事

實，形成市場假象，並製造出違反常態的集體行為。因為涉及消費市場的暴

起暴落，經常會被不肖廠商用來操作恐懼行銷，以牟取暴利（行政院開麥啦，

2018）。製造和傳播食安假訊息的原因很多，有時是競爭者刻意毀損對手企業
形象、打擊員工士氣、破壞銷售績效，以獲取不當利益（DiFonzo & Bordia, 
2000）。有些卻是因為媒體的查證不實所致，更有些是敵對陣營或國家意圖影
響該國的政府威信和產業政策（顏榮宏等，2020）。

食安假訊息出現頻率甚高，有時會以新聞事件的方式報導，有時會以廣

告形式呈現。消費者基於「寧可信其有」的心理，確實會改變其當下的購買行

為（汪志堅、賴明政，2001）。例如：2018年9月，台灣麥當勞在YouTube上廣
宣其所使用的雞肉絕不施打生長激素，意圖增進該企業的健康形象；中華民國

養雞協會於同月28日發布呼籲，停止此類容易誤導消費者的影射式廣告，因
為民眾會以為非與該企業合作的雞農，在飼雞時都有施打生長激素（郭琇真，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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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在同一時期，網路流傳豬脖部位因施打抗生素不能食用，農委會畜產
試驗所火速闢謠︰（松坂）豬脖部位非打針部位，且該處有許多淋巴，在分切

時即將淋巴處理，消費者不會買到有淋巴結的豬肉。另2019年3月某臉書社團
張貼出：毒雞蛋芬普尼的標準將於4月放寬成100%，造成民眾恐慌，農委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隨即於官網澄清，禽蛋芬普尼的檢出標準並無任何改變，但此

一不實訊息又已造成嚴重影響蛋雞業者的生計與發展（姚崇仁，2019）。
有些食安暨農業假訊息依其循環操作的固定模式，每年一到特定時令就會

發布（彭杏珠，2018）。例如：2018年7月網路即流傳別吃竹筍的呼籲︰「真人
真事！竹筍擦中國進口的農藥（年年冬毒精）」。此影片曾在2016年出現，當時
防檢局就為此澄清，表示國產竹筍的安全性，且核准農藥中也無該影片所稱之

年年冬精。但同一則假訊息在相隔兩年後重新發布，依舊造成民眾恐慌，也影

響正當筍農的生計。又如，同年9月知名新聞頻道報導「添藥延命『僵屍蝦』瞬
間活跳增賣相」（賀乙舜、魏國旭，2018），民眾聞訊後開始質疑市售活蝦的安
全性，但事後追溯證實該則新聞源自記者查證不實所致，且曾於2013年即有
類似報導，後經舉告判決妨害名譽（裁判字號102易1034號）。對此，彭杏珠
（2018）即指出，許多因應社會變遷而生的內容農場，製造假訊息以衝高網站或
社群流量，以爭取廣告，再牟取商業利益。

面對難以捉摸的假訊息，國際間已逐漸浮現出四大因應對策：政府干預、

賦責媒體暨平台、實施媒體教育，與建立查核平台。在政府干預方面，多數

歐盟成員國家政府已調整現行的新聞法，義務糾正或阻截錯誤訊息（Alemanno, 
2018; Harding, 2017）。社群媒體也須依據受影響企業所提要求，更正或撤刪
假訊息；倘若社群媒體忽略該請求，該企業得直接上訴法院（Niklewicz, 2017; 
Wood & Ravel, 2018）。在2017年3月，德國政府即提出徵收上限高達5,000萬
歐元罰款的提議（特別是當平台發生系統性失誤時），該法案於同年10月1日生
效，自隔年1月起開始實施。社群媒體若在24小時內未能迅速撤銷非法假訊息
內容，便將面臨此一嚴厲罰則（Niklewicz, 2017）。對於較不清楚而有爭議的假
訊息，德國政府則會給予七天的刪除期限。在同一年間，義大利國會也開始討

論一項打擊假訊息的法律草案。該法律將發布或分享虛假、誇大或傾向性的新

聞都定為犯罪，對責任者亦處以最高5,000歐元的罰款。
「賦責媒體暨平台」即在促使社群媒體對第三方內容負起言責。除了祭出高

額罰款外，前述德國法案亦提議，對於那些無法強制刪除的假訊息（如由外國

秘密機構所製造和發布者），平台須自承責任，在未經作者同意下進行干預，

並須將糾正後的內容，義務性發布給最初閱讀假訊息的全部受眾。另上述義

大利法案也規範對情節嚴重者（例如可能煽動犯罪或暴力的假訊息）可執行監

禁，該法案並規定社群媒體平台有義務要監視此類的新聞。義大利政府還創建

一個入口網站，讓民眾連線至郵政警察局（Polissia Postale，該國負責調查網路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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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政府機關）檢舉假訊息，經查核有違法情事，政府即斷然採取法律行動

（Alemanno, 2018）。許多知名的社群平台現在皆開始透過改變資訊呈現來防範
假訊息，如Facebook會在具爭議的訊息下方提供「相關文章」，讓讀者輕鬆得知
相同訊息的其他觀點或報導，包括第三方事實查核員的文章。這種以議題為核

心的呈現方法，已被證實會影響閱聽者的看法（Bode & Vrada, 2015）。此外，
許多循環式的假訊息，也已可以透過媒體平台的識別系統和干預機制，予以有

效截阻（Lazer et al., 2018）。
相對於前兩項的外在約束，實施媒體教育則是賦權予個體民眾的一種對

策。Ecker等（2017）指出，糾正過去重複出現的假訊息是有必要的，持續探究
這些矛盾訊息，並確定事實查核的結果，對建立正確概念是有效的。與糾正和

探究有關的假訊息因應策略，便是透過媒體教育的方法，這是一種提高個人對

訊息來源質與量之評價能力的長遠之計。越來越多的國家投入科技資源教育於

國民中學和小學課程，強化學生的資訊媒體素養，如美國教師透過媒體素養和

公民教育來輔導學生明辨訊息、澳洲的中小學校則從媒體藝術課程來提高學生

的媒體素養、奧地利政府所頒訂的青年政策白皮書有明列媒體素養之應為、英

國也制定出教育因應策略來協助青年學子面應假訊息的干擾（簡瑋成，2019；
Jones, 2017）。然而，這些努力經過時間的洗禮是否有成效？尚不確知。台灣自
2002年即由教育部公布「媒體素養政策白皮書」，廣布種子後卻因無持續推動或
缺乏整合，以致無法達到開枝散葉之效（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2017）。假
訊息氾濫恐會衍生連環性的問題，學者們仍然堅信（Lazer et al., 2018），在實施
通盤且嚴謹的教育方案後，應可減緩對真實新聞媒體可信度的降低。

賦權予個體民眾的另一種對策，也就是建置平台並提供服務，給有需要

的個人查核事實。歐美各國早已啟動相關作業，其先進程度甚至已超越知名社

群媒體，例如，Facebook在2019年1月11日即請英國的事實查核服務來幫助
處理假訊息的傳播（Wakefield, 2019）。對類似政策的推動，非洲奈及利亞亦不
遑多讓，奈國於2018年2月即啟動事實查核網站Dubawa，其宗旨係為民眾提
供準確訊息，對公開可用訊息進行事實查核，提高訊息的透明度並加深民主空

間（Owoseye & Onyeji, 2018）。該平台匯整由政府部門或非官方組織（亦包括媒
體報導）所提供過來的訊息，採取多管齊下的核實方法來遏制假訊息。台灣在

假訊息的監督與治理上，進行過廣泛的討論（何吉森，2018），「台灣事實查核
中心」獨立民間機構亦已在2018年7月成立，提供民眾事實查核的機制，並與
國際事實查核組織接軌。綜上得知，世界各國的事實查核平台多在近兩年內設

置，相關系統與制度都尚在調整當中，也因此，較少學術能量投入，許多研究

議題也剛在萌芽。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知道「真相」才是抑制假訊息傳播的

最佳防禦行動（Lazer et al., 2018）。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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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無論事實查核服務做得多麼盡善盡美，仍須仰賴民眾建立預防謠言

的心理，並願意主動查核。人們通常不會去質疑新進訊息的可信度，除非該訊

息已違反了他們的既有觀點，或者他們被慫恿去質疑該訊息。人們會傾向與自

己的同道，維持共享的價值與信仰，這反映著人類集體認知與社會結構的傾向

（Lazer et al., 2018）。人們較易接受與他們既有態度一致的訊息，並認定那些吻
合他們信仰的訊息是更具真實性，亦更具說服力，同時也傾向接受可以取悅他

們的訊息。個人過往的黨派傾向和意識型態，都會成為拒絕接受事實查核結果

的絆腳石（Lazer et al., 2018）；亦即，即便確知事實為何，仍不會採信。但這
類型的研究多基礎於社會認知的推論，少有實證研究提供更具鞏固性的科學證

據，來予以輔證。

㈡ 信任感與使用意願
網路媒體已成為人們獲得訊息最快速的途徑，但多數民眾總無法在第一

時間即辨別出新進訊息的真偽，往往便直接採信、按讚、留言、分享給好

友，導致假訊息漫天飛佈並加速發酵，左右著閱聽者的認知與情緒（Himma-
Kadakas, 2017）。其中更甚者，每一位閱聽者皆可自行變更來訊內容再進行二次
傳播，如此一來，假訊息的真實性便更加難以分辨與釐清。民眾若不查證，很

可能會因為大量點閱而造成謠言廣受認定的假象（傅文成、陶聖屏，2018）。這
些錯誤訊息在不同媒體生態系統之間流竄和擴散，但企業或個人對這些海量假

訊息的遏制能力則相對有限（Lazer et al., 2018）。因此，食安假訊息之澄清迫切
需要有系統性的即時處置，以避免因為時間差而導致事件愈演愈烈，或在闢謠

過程中反而增加流傳廣度（汪志堅、駱少康，2002）。
有鑑於此，農委會於2019年9月正式上線「農業訊息報你知」，以簡單扼

要的圖文與影片（https://coa.yam.com/theme_list/rumor），方便民眾閱讀與查
找資料。衛生福利部（簡稱衛福部）亦在其官方網站設置即時新聞澄清的連結

（https://www.mohw.gov.tw/lp-17-1.html），搭配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希望有效地
抑制食安暨農業假訊息繼續危害大眾、傷及農戶。台灣近年來亦有不少組織或

團體研發事實查核平台，常用者包括：LINE訊息查證、美玉姨、MyGoPen這
是假消息、真的假的Cofacts，以及萊姆酒吐司。上述平台各有特色，但真正核
心的則是需要民眾有預防認知，並願意主動查核，此決定在民眾對該平台的信

任感上。胡元輝（2018）即指出，若要讓事實查核機制發揮功能並受到社會肯
定，查核平台暨其營運組織的公信力與查核結果的公正性乃是關鍵，這也是本

研究的核心。

Mayer等（1995）指出，「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涵蓋有：能力
（competence）、正直（integrity）、關懷（benevolence）等三大屬性（邱顯貴、楊
亨利，2003；Gefen, 2002; Murphy & Blessinger, 2003）。「能力」係指，在特定http://joemls.tku.edu.tw



93蕭禾秦、梁朝雲、顏榮宏、孫宇婷：解析事實查核行為：以食安訊息為例

領域的知識、技術、能耐與特徵之整合表現，具競爭優勢且對該領域有影響

力。因為現今文獻少有事實查核平台的使用者研究，研究者遂援引電子商務相

關文獻予以對照。其中，易於使用、專業感、網頁設計符合產品特性等，都

和「能力」所致的信任感有關（黃宇辰、李峻德，2007；Fogg et al., 2001; Pavlou 
& Fygenson, 2006）。「正直」是指，堅守某些受眾所認同的原則，讓人感知其開
放、誠實而正派。在電子商務使用性研究中，注重交易安全與使用者隱私、提

供公共討論空間等，都屬於因「正直」所生之信任感（黃宇辰、李峻德，2007；
Pavlou et al., 2007）。而「關懷」則是指，展現出具善意且無私的動機。對電子
商務而言，網路購物環境的社會臨場感（social presence）、資訊豐富度、主動
積極、關懷服務等，都是與「關懷」有關的信任感（吳亞馨等，2008；Pavlou et 
al., 2007）。

提供訊息真偽查核是事實查核平台的服務，而查核結果則是該平台的產

品，這樣的產品及服務是特別需要能被使用者信任的。Singh與Sirdeshmukh
（2000）指出，消費者會因為購物滿意而產生消費後的信任，進而產生忠誠度。
許多研究亦已證實，消費者網路購物的態度取決於其對該網站的信任度；當消

費者越信賴網路商品和服務時，他們會擁有越強的購物意願（Lim et al., 2006; 
Murphy & Blessinger, 2003）。學者們修正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以研發應用程式和線上購物模型，直指信任對使用意願的顯著效果
（Beldad & Hegner, 2018; Gefen et al., 2003）。與本研究更貼近的，McCarter與

Northcraft（2007）認為，信任是一種心理狀態，一方會因為相信另一方的行為
而與其合作，如分享知識、資訊或情報，以共同創造雙贏的成果。而由公正的

第三者團體介入客觀地評論，會為消費者解除許多不確定性的風險，成為受人

矚目的信任機制（Pavlou & Gefen, 2004）。

㈢ 計劃行為理論
計劃行為理論是公衛與行為研究領域的重要理論，而使用者行為是數位傳

播與資訊管理學域的熱門課題（黃維民等，2012；Ajzen, 1991; Bhattacherjee, 
2000; Taylor & Todd, 1995）。儘管計劃行為理論有其應用的廣泛性，但部分學
者亦批評該理論過於理性與認知導向，缺乏對人類既有習慣與情緒感受的著

墨，也欠缺對行為發生情境的深究（Hagger, 2015; Manstead, 2011）。因此，本
研究在延引TPB做為基礎理論的同時，輔以對查核平台信任感受和使用經驗的
調查，希望能夠彌補TPB的不足，並強化此理論整合應用於研究事實查核平台
的強韌性。

人們內在的態度（attitude）和知覺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和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都將影響其行為意圖，並進而形成行為（Ajzen, 
1991）。「態度」專指︰個體對特定行為所持的正負向認知；此即，當個體認知http://joemls.tku.edu.tw



94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58 : 1 (2021)

特定行為會導致好的結果時，會更有採行此一行為的意圖。態度可透過行為信

念及結果評估來衡量。「行為信念」係指，個體對採取特定行為所致生結果的信

念；「結果評價」則是指，個體對特定行為導致結果所做的評斷（Lee & Green, 
1991）。據此，本研究之「行為態度」專指︰個體對揭露食安假訊息和使用事實
查核平台所抱持的正負向認知。當人們對事實查核的態度越為正向且堅定時，

他們執行查核行為的意圖也會變得越強。

而「主觀規範」乃是︰個體想要採行某種行為時，受到重要他人（例如配

偶、親友、同事等）或外在團體觀點的壓力。也就是說，重要他人的壓力若越

大，則個體越不會去執行該行為。主觀規範是以規範信念和依從動機來衡量。

「規範信念」是個體瞭解重要他人對特定行為的觀點；而「依從動機」則是個體

在採取特定行為時，對重要他人意見的順從傾向（Ajzen, 1991; Lee & Green, 
1991）。依此，本研究之「主觀規範」專指︰個人查證訊息真偽與分享訊息真相
時所感受到他人或外在團體的壓力。當這些外在壓力支持事實查核行為時，個

體會傾向依從這些社會壓力，妥協動機增強，受到重要親友的影響亦即更強，

進一步會增強執行特定行為的意圖。

最後，「知覺行為控制」乃指個體對執行特定行為時所需之支持或資源，

亦即個體採取某種行為時，所認知的難易狀態。當個體越認知到自己能獲得更

多的支持或資源時，其採取該行為的意圖也會變得越強。知覺行為控制可透過

控制信念和知覺促進性來衡量。「控制信念」是個體對自己所能掌控支持或資

源的認知；而「知覺促進性」是這些支持或資源的促進程度（Ajzen, 1991; Lee & 
Green, 1991）。在本研究中，「知覺行為控制」專指︰個體自覺查核事實與使用
平台所需要的能力和資源。當人們認定所擁有的支持或資源越多時，其所預期

到的阻力就會越小，對知覺行為控制也會越強。

㈣ 使用經驗、信任感和使用意願
「使用經驗」係指，個人使用特定系統服務之感受與行為，包括人機互動

之操作、意義、體驗，與價值等面向，以及使用者對該系統功能、易用、效

率的感受（Hassenzahl & Tractinsky, 2006）。過去文獻指出，網路使用經驗是影
響網路信任感的重要因素。Doney與Cannon（1997）認為，這些使用經驗具有︰
利益計算（如系統使用效率）、符合預期（如使用結果滿足需求）、善意動機（如

系統機制設置良善）、專業能力（如系統設計精良），以及鞏固證據（如系統判

讀具科學基礎）五項促成信任感的功能。後續有學者將以上論述簡化為利益計

算、熟悉經驗，和安全制度等三項（吳亞馨等，2008；Gefen et al., 2003）。吳
亞馨等（2008）的研究結果顯示，利益計算及熟悉經驗都會正向影響其對網站的
信任感。此外，Jones與Marsden（2006）指出，軟硬體和包裝的互動設計，都
會左右使用者對網路系統的信任程度。後續多位學者的研究亦說明，網路訊息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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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與系統易用度都是影響使用者信賴度的關鍵因素（Rowley et al., 2014; Sbaffi 
& Rowley, 2017）。

有關使用經驗和使用意願的關聯性上，Ketola等（2000）指出，儘管手機
與電腦瀏覽設計存在不少差異，但其使用性（usability）都是決定消費者是否持
續使用的關鍵因素。Rowley（2002）與Toms（2000）也都認為，消費者通常是
透過瀏覽行為來收集商品或服務的資訊，並據此做為是否購買的考量。亦有學

者補充，網路系統的使用性目前已是基本要求，要促進系統使用還必須增添其

遊樂特性（Chen et al., 2018; Wright et al., 2003）。後續有多位學者反覆驗證使用
者、使用情境，和系統之間的關係，皆獲得使用經驗會對使用意願產生正向影

響的結論（Hassenzahl & Tractinsky, 2006; Jones & Marsden, 2006; Moe, 2003）。新
進研究（Chen et al., 2019）支持前論，強調使用經驗（特別是社會互動）對持續
使用意願和其採購行為具有強韌的解釋力。依此，本研究之「使用經驗」專指︰

個人使用事實查核平台的感受與行為。當使用經驗越正向時，個體會更傾向繼

續使用。

在假訊息研究上，與信任感和使用經驗密切相關的當屬「逆火效應」

（backfire effect）議題。Nyhan與Reifler（2010）研究指出，當人們遇到與自身信
念相互牴觸的觀點或論述時，通常會忽略或反駁這些言論，其原本的信念反而

因此被更加強化。也就是說，當有人去糾正錯誤時，反而加深了被糾正者的

成見，因為那會威脅到他們的世界觀。新進研究（顏榮宏等，2020）結果即顯
示，即便知曉報導訊息是虛構不實的，但對堅信訊息來源的消費者而言，仍會

以先入為主的概念來主觀臆斷糾正的報導或論述。過往研究多強調權威人士或

專家學者的可信度較高，收訊者也會較受影響（汪志堅、駱少康，2002），但近
期研究多顯示出，收訊者多半會受熟識親友所影響，且會選擇與自身立場相同

的訊息來源（許文怡、梁朝雲，2007；胡元輝，2018；Mack et al., 2008）。「逆
火效應」的產生與社群分眾機制下的迴音室效應（Wood & Ravel, 2018）有關，
讓民眾僅單純接觸到與自身抱持相同信念人們所發出的訊息，亦即所謂的「同

溫層」傳播。不過，有研究指出，逆火效應不見得在意識型態與黨派偏見顯著

的情境就會出現（胡元輝，2018）。依此，本研究之「信任感」專指︰個人對事
實查核平台之專業度和公正性所產生的信賴感受。當此信任感越強大時，個體

會更傾向繼續使用查核平台。

三、研究方法

㈠ 研究假設
基於上述文獻，本研究亦提出以下六項研究假設︰

H1︰民眾的行為態度會正向地影響其食安假訊息的查核行為意圖；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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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民眾所認知的主觀規範會正向地影響其食安假訊息的查核行為意圖；

H3：民眾的知覺行為控制會正向地影響其食安假訊息的查核行為意圖；

H4︰民眾對事實查核平台的信任感會正向地影響其食安假訊息的查核行為

意圖；

H5：民眾使用事實查核平台的經驗會正向影響其食安假訊息的查核行為意

圖；以及

H6︰民眾對事實查核平台的信任感在其態度、知覺行為控制與主觀規範，

和食安假訊息的查核行為意圖之間，會具有中介的效果。

㈡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TPB為基礎，希望理解影響台灣民眾使用事實查核平台行為意圖

的因素及其效果。研究者採用問卷調查方法，開放並邀請一般民眾填寫。學者

們建議，當母體為常態分配，信心水準α = 0.05，可接受誤差值為1%的設定
下，調查研究的最適樣本為385份（林惠玲、陳正倉，2008；LeBlanc, 2004）。
因此，本研究將所需之樣本數設定為400份以上，詳細統計請參見第四節分析。

㈢ 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調查問卷的歡迎詞上，有說明希望理解填卷者對食安訊息分享與

闢謠平台的看法，並有介紹台灣民眾使用較為普遍的平台如︰台灣事實查核中

心、美玉姨、MyGoPen、真的假的、LINE訊息查證，以及農委會和衛福部所
設置的即時新聞澄清網站，惟問卷並未引導填卷者要針對哪個平台來回答。本

問卷之內容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調查的是人口變項，第二部分是計劃行

為理論所涉三個變項，第三部分為使用經驗，第四部分是信任感，第五部分為

查核行為，分述如後：

1.人口變項：以性別、出生年、學歷等三項基本資料。
2.計劃行為理論：這部分主要參考自朱文禎與陳哲賢（2007）、Ajzen

（1991）、Bhattacherjee（2000），以及Taylor和Todd（1995）等五篇，共21題。「使
用態度」題項如「揭露食安假訊息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使用事實查核平台有

助於我對飲食更有警覺性」、「使用事實查核平台具教育性」；「主觀規範」題項

如「官方檢驗機構的查證具有影響力」、「朋友之間分享的食安訊息通常是正確

的」、「親友們會比較相信政府對特定訊息的公告」；「知覺行為控制」題項如「我

自信能用多種方式去查證訊息」、「我自信能辨認事實查核平台的可信度」、「我

自信能辨認訊息來源」。

3.使用經驗：問卷題項參考自吳亞馨等（2008）、Doney與Cannon（1997），以
及Ketola等（2000），共有六個題項。問卷調查題項如「能分辨得了哪些是查證中
文章，哪些是已查證文章」、「資訊內容閱讀起來明確舒適」、「能看到最新訊息」。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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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任感：依據吳亞馨等（2008）、邱顯貴與楊亨利（2003）、Gefen等
（2003）、Mayer等（1995）、Pavlou等（2007），以及Singh與Sirdeshmukh（2000）
等六份文獻，共計14題。問卷題項如︰我覺得事實查核平台須具備「專家學者
的支持」、「讓訊息複查流程公正與嚴謹」、「保護查證人的隱私」、「提供查核標

章給有參與貢獻的使用者」。

5.查核行為意圖：主要參考自胡元輝（2018）、Lim等（2006）、McCarter與
Northcraft（2007）、Pavlou與Gefen（2004）等四份文獻，共有六個題項。調查題
項如︰我日後對食安訊息會「透過事實查核平台來查證訊息」、「詢問專業人士

來查證訊息」、「透過政府機關澄清文來查證訊息」。

本研究問卷係根據上述學術文獻，再參考自身農業推廣與傳播媒體產業經

驗，所逐步研發而成的。其後又經歷三位傳播學者及10位民眾，進行表面效度
驗證後方才定稿。吳毓瑩（1996）研究指出，偶數點量表對態度測量要比奇數點
更好，因為其所產生的方法變異量會比較小。本研究因此決定採取Likert-type 
Scale六點量表設計，計分方式區分為：極不同意、不同意、傾向不同意、傾
向同意、同意、極為同意六種等第，分別給予1、2、3、4、5、6之計分。研究
者將所有題項皆設定為單選題，且填卷不能空白，因此並無遺漏值產生。預試

期間所收集之問卷經統計分析後，實證題項皆具有高度的信度和效度。

㈣ 調查過程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應用SurveyCake做為發放網路問卷的平台，因為研究團隊包括公

民記者、農企業家、資訊社會專家、農業推廣學者等，因此有規劃性地應用

團隊成員的個別人脈與專業網絡，到各大食安論壇、假新聞論壇、公民記者

Facebook及LINE群組、農企業家群組暨其顧客資料庫，以及農委會和衛福部
贊助之研討會暨人才培育活動上宣傳調查研究，並透過個人親朋好友口耳相傳

來擴大填卷的效益。基本上，研究成員皆有多元採樣，勿自陷同溫層的共識。

在符合研究倫理的考量下，本研究在問卷首頁即有明確告知受測者，有關本研

究之調查目的及以不具名方式參與，讓所有受測者在隱私無虞之下安心填答。

在調查結束後，研究者應用SPSS for Windows 21.00進行統計分析，針對人口
變項進行描述性統計，隨後再應用R語言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和結構方程模式
之進階分析。

四、研究結果

㈠ 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係以一般台灣民眾為主，共回收433份問卷，刪除題項

間變異量為零或規律性填答的無效樣本以後，所剩有效樣本數為416份（表1）。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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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之學歷、年齡，和居住地區的劃分，係依照回收問卷之實況，均衡樣本數
比率而調整區分。

表1　人口變項敘述統計結果 n = 416

人口變項 人數（比例）

性別
男 女

180（43.3%） 236（56.7%）

學歷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碩博士

 51 （12.3%）  224 （53.8%）  141 （33.9%）

年齡
15~35歲 36~45歲 46歲以上

 161 （38.7%）  124 （29.8%）  131 （31.5%）

居住地
北部（含離島花東） 中部 南部

 138 （30.6%）  140 （31%）  173 （38.4%）

㈡ 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R軟體的 lavaan程式包（8.80版），針對回收問卷進行驗證性因

素分析，估計方法採用最大似然法（Maximal Likelihood），以測試因素結構的
有效性。「計劃行為」如預期分為：行為態度、知覺行為控制，以及主觀規範等

三個構念（χ2 = 574.433, df = 167.00, p < .005, RMSEA = .077, SRMR = .071, CFI = 
.884, NFI = .845, TLI = .868）；「信任感」亦區分為三個構念：能力、正直，以及
關懷（χ2 = 238.697, df = 74.00, p < .005, RMSEA = .073, SRMR = .043, CFI = .950, 
NFI = .929, TLI = .938）；而「使用經驗」和「查核行為意圖」都為單一構念（χ2 = 
15.413, df = 5, p < .005, RMSEA = .071, SRMR = .028, CFI = .961, NFI = .945, TLI 
= .923; χ2 = 74.691, df = 9, p < .005, RMSEA = .013, SRMR = .078, CFI = .91, NFI 
= .894, TLI = .842）。上述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多能吻合Hair等（2006）對適配
度的建議，驗證其因素結構與參考文獻相當一致。四個變項分出的八個因素間

的複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介於 .661 ~ .880間，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介於 .259 ~ .596間，而區辨效度（discrimination validity）檢
定的各信賴區間都不包括1，整體信度與效度都通過考驗（Hair et al., 2006）。

表2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n = 416

變項 計劃行為 信任感
使用經驗

事實查核
行為意圖題項／因素 行為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能力 正直 關懷

1 .498 .598 .432 .569 .575 .670 .581 .677
2 .627 .631 .750 .712 .619 .632 .553 .668
3 .617 .466 .678 .670 .659 .663 .557 .670
4 .610 .622 .755 .509 .628 .452 .598 .606
5 .504 .530 .754 .615 .565 .593 .566
6 .515 .478 .605 .603
7 .537
8 .582

複合信度 .871 .661 .880 .769 .880 .824 .873 .836
平均變異 
萃取量

.531 .259 .487 .458 .596 .489 .581 .461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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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結構方程
本研究所假設的信任感中介模式在統計分析上獲得部分支持，依據

Tabachnick與Fidell（2001）設定標準顯示適配指數表現合宜（χ2 = 2,164.207, df = 
877, p < .005, RMSEA = .059, SRMR = .064, CFI = .872, NFI = .801, TLI = .862）。
在本研究中，「查核行為意圖」之解釋變異量（R2）達到61.5%高水準，中介變
項的R2亦達到令人滿意程度（能力信任感 = 56.7%、正直信任感 = 65.9%、關懷
信任感 = 72.8%；圖1和表3）。根據表4顯示，知覺行為控制是支持民眾使用事
實查核平台最強大的正向因素，其次為平台使用經驗、關懷信任感，以及能力

信任感，而正直信任感則是唯一顯著的負向因素。民眾的行為態度和主觀規範

對於他們是否使用事實查核平台，並無顯著的影響效果。

根據下圖所示，民眾對查核平台的能力和關懷信任感都會正向影響其查核

行為意圖，但正直信任感卻會負向地影響該意圖，因此H4僅獲得部分支持。民

眾的行為態度會間接且負向地影響其查核行為意圖，因此H1未獲得支持；主觀

規範也會間接且正向地影響該行為意圖的產生，因此H2獲得支持；而知覺行為

控制展現其主導的影響力，對查核行為同時產生正向直接與間接的宏大效果，

因此H3獲得絕對的支持。民眾對查核平台的使用經驗會間接且正向地影響查核

行為意圖，所提H5獲得支持。統整上述發現，民眾對事實查核平台的信任感，

在其態度、主觀規範、知覺行為控制，與食安假訊息的查核行為意圖之間，成

功扮演著部分中介變項的角色，因此H6也獲得了部分支持。

表3　自變項相關分析結果 n = 416

變項 1 2 3 4
1. 行為態度 1
2. 主觀規範 .447 1
3. 知覺行為控制 .446 .233 1
4. 使用經驗 .642 .381 .443 1

圖1　信任感中介之結構方程模型 n = 416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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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術討論

㈠ 解釋力再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計劃行為」確可區分為三個面向：行為態度、主觀規

範，以及知覺行為控制，符合TPB學理（Ajzen, 1991; Bhattacherjee, 2000; Taylor 
& Todd, 1995）。「信任感」亦確認為三個構念：能力、正直，以及關懷，和
過往研究論述相容（Fogg et al., 2001; Pavlou et al., 2007; Singh & Sirdeshmukh, 
2000）。正因為理論基礎穩定，再加入平台使用經驗的實務考量，本研究在「查
核行為意圖」上的解釋力高達 .615（殘差 .185），為此研究線提供了相對強韌的
科學證據，可作為後續探究的鞏固基石。

本研究發現，「知覺行為控制」是最能促進民眾使用事實查核平台的變項

（表4總和效果高達 .944，p < .001）。過往研究點出，「知覺行為控制」是影響人
類行為意圖最核心的力量（朱文禎、陳哲賢，2007；Han et al., 2010; Liu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16）。Ajzen（2002）後將此變項區分為外在行為控制（即社
會支持；social support）及內在行為控制（即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社會支
持」係指，個人藉由與家人、同儕或重要他人之間的互動，獲得情感、資訊、

構想、提示、機會與權力等幫助，亦即個人透過社會關係獲得資源之統合（陳

志遠等，2007）。「自我效能」係指，個人應用自身知能完成特定任務的自信程
度，以及對自己達成特定績效的能力判斷（Bandura, 1977; Wang et al., 2016）。
此即，當民眾能辨認食安訊息來源、會主動透過多種方式去查證食安訊息，且

對使用查核平台有自信，並受到外界支持時，最能觸發其力行食安事實查核的

行為。此項結果亦證實了，自我「知覺行為控制」會讓民眾持續關注食安議題的

發展、分享給周遭親友查證訊息的方法，以及主動提供不實訊息給相關單位。

此項結果彰顯出資訊媒體素養納入正規國民教育內涵的必要性，以及延續資訊

媒體素養到社會教育的重要性。

表4　信任感中介模型之直接與間接效果
n = 416

自變項
查核行為意圖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和效果

1. 行為態度 -.059 -.010 -.069
2. 主觀規範 .038 .043 .081
3. 知覺行為控制 .855*** .089 .944***

4. 使用經驗 .175 .168 .343**

5. 能力信任感 .222* .222**

6. 正直信任感 -.276** -.276**

7. 關懷信任感 .269** .269**

*p < .05. **p < .01. ***p < .001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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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另發現，平台「使用經驗」也是促使民眾使用事實查核平台的決定

性因素（總和效果亦高達 .343，p < .01），再度驗證了使用者對數位科技平台
所提供的功能、易用、效率、安全等設計之整體感受的重視程度（Doney & 
Cannon, 1997; Hassenzahl & Tractinsky, 2006; Jones & Marsden, 2006; Rowley et 
al., 2014）。對於關心食安假訊息的民眾而言，事實查核平台必須要能夠被方便
搜尋得到（名稱易記且網址易尋），要能讓民眾看得到最新食安訊息，且其所

提供的食安資訊內容必須是明確，且閱讀起來是舒適的。事實查核平台須要能

讓民眾易於區分哪些是查證中的文章？哪些是已查證的文章？且能讓民眾感受

到，轉傳食安訊息查核結果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本研究結果同時也顯示，事實查核平台對民眾所產生的關懷與能力的信任

感，亦是正向影響民眾查核行為意圖的關鍵因素，但平台給予民眾的正直信任

感，反而會抑制其查核意圖。此一部分解釋力的討論，因涉及到信任感在本研

究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因此容後在下一節論述。另外，與研究者原先預期相違

的是，本研究發現民眾的行為態度和主觀規範對其會否使用查核平台並無顯著

的影響。此結果意味著，即便民眾認為，揭露食安訊息是對消費者有益、具教

育意義、符合公平正義價值，且可增進優良業者的競爭力，並對農畜暨食品產

業具有警惕性，但他們並不會因此而多費心力，到查核平台驗證訊息。民眾即

便關心食安，但也不會因為媒體報導或親友傳送訊息，而形成動力去嚴肅地查

證事實。一般民眾多半會抱持著「寧可信其有」的心態，在風頭當下選擇不去購

買即可。儘管「知覺行為控制」對事實查核行為意圖呈現出絕對的影響力，但 
上述研究間接說明了，此類行為也許並非全然是一種「有計劃性」的理性行

為，其泰半會取決於個體內心的決定（可能與生活習慣、生命經歷，或倫理道

德有關）。

㈡ 以信任感為中介
本研究以對查核平台的「信任感」為中介變項，除了在「查核行為意圖」上

獲致極高的預測效度外，信任感的解釋力亦令人滿意︰能力信任感達 .567（殘
差 .144）、正直信任感達 .659（殘差 .110）、關懷信任感達 .728（殘差 .126）。此
結果說明了，民眾自我的「知覺行為控制」和其平台「使用經驗」，是造就對事

實查核平台「信任感」的核心要項；也只有在民眾能自信且主動地查核食安訊

息，且其查核經驗是有效且愉悅的，則其對查核平台的信任感方可被確立下

來。此以信任感為中介的研究結果，足以做為後人再度檢驗的重要參考。

經本研究驗證，事實查核平台給予民眾的關懷和能力信任感，都是促成

其查核意圖的關鍵因素。過往研究指出，數位平台所擁有的社會臨場感、資

訊豐富度、主動關懷等服務（吳亞馨等，2008；Pavlou et al., 2007），會讓使用
者對平台產生關懷信任感；而易於使用且具專業感的平台設計（黃宇辰、李峻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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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2007；Fogg et al., 2001; Pavlou & Fygenson, 2006），會讓使用者產生能力信
任感。本研究則在關懷信任感上特別著重︰事實查核平台要能提供議題訂閱的

功能、讓民眾容易尋找到其所關心的議題和查證結果、主動通知民眾所關心議

題的進展，並能保護查證人的隱私，且可讓帳號加入LINE群組給好友們自行
查核等考量上。而在能力信任感上，因為食安問題涵蓋較多的專業內容、科技

應用與政府政策之考量，也與公眾傳播及社會教育密切相關，因此本調查題項

包括有︰查核平台有專家學者的支持、有規劃媒體素養課程的能力、有專業的

資訊技術團隊支援、有專業的媒體工作者協助報導，以及有政府的背書與支持

等。不過，政府背書與支持是否反而會讓民眾質疑查核平台的獨立性？儘管本

研究統計結果，並未顯示政府角色的負向影響，但仍需要仰賴後續研究反覆驗

證才能確定其周延性。

本研究結果另顯示出，查核平台給予民眾的正直信任感，反而會負向影

響民眾的事實查核行為意圖，這與研究者原先預期的相當不同。細究過往文獻

後，研究者發現確實有不少研究結論指出，一般民眾對數位平台的隱私、資料

與資產安全保護仍多有疑慮，若平台強調其管理公開與作業透明化，最後可能

會影響到民眾對該平台的信任感（邱顯貴、楊亨利，2003；Urban et al., 2000）。
Gefen等（2003）即在其論述中，特別提及線上信任（online trust）必須建立在平
台業者不會因欺瞞而獲利，以及其對網路安全的絕對保證上。在Pavlou（2003）
和Pavlou等（2007）研究亦提及，消費者若覺得交易過程可能存在風險，則會
降低其信任感，並對數位行動產生負面影響。本研究所強調的管理公開與查核

清單透明化，雖能彰顯查核平台的正直性，但也可能會讓民眾感受到，過度公

開透明所可能產生暴露自身隱私及查核內容的風險，也因此會造就不在該平台

查核食安訊息的行為傾向。

此外，本研究在正直信任感方面，特別強調事實查核平台需要：公開查核

平台組織成員的背景與資料，且讓訊息複查流程維持公正與嚴謹，並讓假訊息

的更正機制更為公開透明。儘管上述考量都吻合事實查核平台所需建立之正派

形象，但台灣許多食安暨農業假訊息多與政治議題掛勾，如企業家政治傾向或

者製造壓榨無辜農民的假象等。台灣因為藍綠陣營競爭激烈，各擁信眾，若執

政者非我族群，通常便不會信任其所作所為，包括對查核平台組織成員、訊息

複查流程，以及訊息更正機制在內，此即為「逆火效應」的現實。即便第三方

或者公益團體的查證與宣稱，只要不符合自身信念，便會忽視或反駁（Nyhan 
& Reifler, 2010; Wood & Ravel, 2018）。儘管有研究指出，逆火效應會因情境
不同而互異（Haglin, 2017）；也有研究表示，在意識型態與黨派偏見顯著的情
境，逆火效應不見得便會出現（胡元輝，2018）。然而，本研究無法排除，民
眾可能因為逆火效應而產生不去查核事實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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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個體在接收環境資訊時，有新奇偵測與特徵搜尋兩種模式；前者所

需的認知負荷量較低，特別注意到與眾不同的資訊，是預設且最常用的搜尋模

式；而後者所需的認知負荷則較高，側重於找尋特定已知特徵的資訊；而當兩

種搜尋模式都可使用時，人們傾向使用低認知負荷的新奇偵測模式（陶振超，

2011）。此外，當受眾懷疑自身掌握的資訊時，真相的模糊性會驅使他們更主
動尋求可獲得資源與利於查明真相之證據（Mackuen et al., 2010）。這也為本研
究提供了另一種解釋觀點，即當民眾愈信任查核平台的正直性，則愈不會再花

費額外心力主動進行高認知的事實查核行為，相反的愈容易採取自動化資訊處

理模式直接避免購買問題食品。

六、結論與建議

Mark Twain曾諷刺地指出，「當真相還沒穿上靴子時，謊言早已跑遍半個
世界」，便在強調假訊息的傳播要比真相更為快速。也因為許多網路平台不尊

重新聞道德，讓媒體的公信力受到嚴厲挑戰，加上網路商務機制的設計，讓

假訊息更加氾濫，同時亦削弱媒體在現今社會的影響力。本研究所關心這類食

品投資、食物品管、加工安全、運輸汙染，或農產盛產等假訊息，經網路媒

體曝光後，不僅造成當事者血本無歸，甚至身敗名裂，更會造成消費市場的

動盪不安。假訊息製造者正是意圖透過廣泛的傳播，來造成民眾畏懼、打擊競

爭對手、影響政府政策，以干擾或破壞民生消費市場的運作，甚至可從中牟

取暴利。國際間面對這些難以控管的假訊息，已逐漸發展出：政府干預、賦責

媒體暨平台、實施媒體教育，與建立查核平台四大對策，本研究聚焦到較少

被深究的事實查核行為。儘管有若干先進悲觀地指出，假訊息已變得無法阻止

（unstoppable; Ghosh & Scott, 2018），甚至提出事實查核的無效論（not working; 
Levin, 2017）。但是吾人仍須以事清理明之心，堅定窮究並從中洞悉學理精進和
實務對應的可能。

本研究以「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學理，結合對查核平台的信任感與使用經

驗，調查民眾的事實查核意圖。本研究結果顯示，以信任感為中介變項的結構

方程模式獲得統計上的部分支持，「知覺行為控制」是促成民眾使用事實查核平

台最強韌的正向因素，預測效度主要來自該變項的直接效果；而平台使用經驗

的正向影響亦相當顯著，其直接效果和透過平台信任感的間接效果，都有相當

對等的預測效度。此外，關懷和能力信任感也會顯著且正向地影響民眾的事實

查核意圖，但正直信任感卻會顯著地抑制此類意圖。民眾自身的行為態度和感

受到的社會壓力（主觀規範）都不會對事實查核意圖產生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雖有以上重要發現，但也存在八項研究限制：㈠即便民眾認為揭露
食安假訊息有種種益處，但他們並不會因此而多費心力到查核平台去驗證訊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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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因本研究目的並無聚焦探索人口變項所產生的差異，因此沒有呈現這一方

面的深究成果；㈡本研究所聚焦之事實查核平台並未區分政府闢謠平台與民間
事實查核平台，因此無法具體明辨其間差異；㈢儘管「知覺行為控制」對事實查
核行為意圖呈現強勢的影響力，但此類行為也許並非全然一種理性行為，可能

會受到個體的生活習慣、生命經歷，或倫理道德等影響；㈣在謠言傳佈的研究
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相信謠言（Lai et al., 2020），這表明人口變項起著重要作
用，而本研究受限於篇幅而未對人口變項進行分析；㈤食安假訊息的類型相當
多元，知名度不一，再加上危害程度互異，這些都會讓民眾感受不同，以致在

填寫問卷時的反應強弱有別，問卷設計容易陷入此類困境；㈥本研究在檢定效
度時，考量因素負荷量低或者有跨因素負荷現象，刪掉若干題項以符合統計標

準，也因此無法保有文獻探討中特定變項意涵的完整性，如在能力信任感上，

易用性等題項因統計檢定而被刪除，形成遺珠之憾；㈦本研究在設計正直信任
感的題項時，並未仔細考量區辨系統開放性與給人正直感之間的差別，以及

「逆火效應」可能引發的反應，因此無法進行更精確的辨證；㈧現今網路平台可
取得新聞播放的利潤，卻不需受到新聞責任的要求，致使淪為假訊息傳播的溫

床，「加重平台責任」因此已成為各國制法趨勢，但在「即付即用」的商業模式

中，用戶付費即可查看頁面內容，促使網路平台缺乏動力來共同維護真理，本

研究結果無法逆轉此一產業現實。

基礎於上述研究限制，未來研究應納入多重個體因素進行考量，同時針對

性別、學歷、年齡等人口變項進行分析，以瞭解不同族群在食安資訊事實查

核行為意圖的互異表現。後續亦可針對政府闢謠與民間事實查核兩類不同的平

台進行研究，因這兩者有本質上的差異。另外可納入食安假訊息的類型，同時

考量其知名度和危害程度，來進行題項設計與問卷調查。不過，要如何同時控

制題項多寡，讓最少題項即可獲致最佳的調查效度，是一大挑戰。此外，研究

者目前無法確定是否因為「食安」議題及「查核」功能之網路平台，而導致「易

用性」無法歸聚於「能力信任感」因素內，未來應特別針對此一因素進行反覆驗

證，讓測量工具更趨成熟。另考量近年來社群媒體與使用者產製內容的快速發

展，以及媒體、政治和高科技就其商業利益結盟之影響，也應重新設計正直信

任感的題項，將內容來源標示、查核清單透明、平台組織廉正、公正第三方監

督、系統開放性，以及「逆火效應」等影響，特別予以彰顯。還有，採用其他

種類的量化方法，或者以質性或實驗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亦可突破目前方法

應用上的限制；其中，特別是針對訊息類型、知名度與危害程度所重新規劃的

系統性調查、精細設計的實驗方法，以及特定族群的質化深究，皆可望突破本

研究可能考量不周的缺口。另儘管「加重平台責任」制法細節，和「即付即用」

商業模式的挑戰，並非本研究核心，但這些卻會對民眾使用事實查核平台的行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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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產生重大影響，本研究因此也呼籲納入後續研究的主題。以上未來研究的規

劃與執行，皆可降低食安假訊息的負面衝擊，亦可做為政府機關和相關企業在

制法及營運時的重要參考。

除了呼籲民眾能預防假訊息，同時也能自主進行事實查核外，更期待網路

媒體能落實求證訊息來源的真實性並堅守媒體的社會責任。本研究對事實查核

平台的營運者亦有如下四點建議：㈠導入使用者經驗設計的專業能量，盡力完
美化查核平台的訊息瀏覽、搜尋、驗證、貢獻與轉推等愉悅和信賴的使用經

驗；㈡結合第三方公正團體（主事與贊助者背景揭露且可被公評）的力量，建立
迅速對外澄清的機制，並在回應外在狀況上擬訂分級管理的制度，讓民眾對平

台服務有專業與關懷的信任感；㈢即便是公開查核方法與程序細節以昭公信，
但仍需要對使用者隱私和查核平台內的資料，負起絕對保障之法律（甚或刑法

的）責任；以及㈣持續收錄並整理台灣內外案例（內容農場的相同假訊息常會不
定期地重新釋出），必須配合公共媒體與學校團體，不斷地向大眾提醒與宣導

事實查核的重要性。

若要更延展開來，政府亦可參酌後續五項非直接與本研究結果相關的建

議：㈠近年來許多歐美先進民主國家，都已針對假訊息製造與傳播，透過立法
進行必要的政府干預手段，台灣政府當可借他山之石，並考量國情予以跟進；

㈡賦責媒體暨平台並訴諸輿論，促使網路平台在獲利模式、營運管理、新聞倫
理、社會責任中，維持平衡，方可保其永續；㈢資訊媒體識讀教育不應只限於
列入學校正規教育，還應思考社會教育的規劃、研發與執行，讓民眾對流傳訊

息永保存疑之心，並增加辨別真偽的能力；㈣與媒體識讀共存的，便是須強化
民眾的法律意識與素養，讓民眾充分理解轉傳或捏造不實訊息的法律責任；以

及㈤持續支持食安暨農業假訊息查核工具之研發，以利民眾自行比對和過濾。
台灣經常遭受具誤導性之境外假訊息攻擊，是全球受害最甚的國家 /地區之

一，此狀況也被預期未來將會更形惡化（Walsh, 2020）。資訊操縱向來皆是獨裁
國家或有心人士，用來破壞民主國家或正常體制的工具。過去數年之間，這種

趨勢已成為對台灣的常態威脅， 且這類型惡意的認知作戰攻勢將更趨激烈，且
會透過與在地協力者以機器學習的手段，精進假訊息內容並增加攻擊頻率（葉

素萍，2020）。食安假訊息對國家與社會的危害雖不若政治假訊息嚴重，但清
楚指認並定義威脅，建立論述並爭取輿論，卻是相同的因應之道。透過政府和

民間組織的共同努力，讓台灣社會擁有正確訊息的公民和強而有力的民主制度

應是最好的防禦手段，而及時反應和資訊透明度則是有效對抗假訊息的關鍵。

在不損害民主制度和價值之前提下，策定出打擊假訊息的良方，其背後最重要

的力量還是民眾要能明辨訊息真偽並主動進行事實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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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Fact-Check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on Food Safety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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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ividual autonomous fact-checking is a crucial response strategy to food 
safety mis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present 
study considered individual trust in and user experience of using a fact-
checking platform and conducted a survey to explore the public’s behavioral 
intentions toward fact-checking.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hypothesis of 
trust as a mediator was partially supporte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was the most positive factor for promoting the public’s use of the fact-checking 
platform; furthermore, user experience, benevolence (trust), and competence 
(trust) could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people’s fact-check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e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integrity (trust) revealed by 
the platform had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individuals’ fact-check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Keywords: Using experience, Food safety misinformation, Trust,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Fact-checking behavior

SUMMARY
Individual autonomous fact-checking is a crucial response strategy to food 

safety misinform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individuals’ trust in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of using 
fact-checking platforms and conducted a survey to explore the public’s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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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ing intentions.  The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were as follows: 
1. How do the variables of TPB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ffect people’s intentions of using fact-checking platforms? 2. 
How do people’s trust in fact-checking platforms and experience of using it affect 
their fact-checking intentions? 3. What role does the aforementioned sense of 
trust play in the predictive model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A literature review was 
thus conducted on four topics, namely food safety misinformation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trust and use intention, the TPB, and the user experience.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ed SurveyCake to distribute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team included citizen journalist, 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formation society experts, an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cholars 
and the team members utilized their contacts and professional networks in a 
coordinated way.  They reached out to several professional forums and groups 
as well as the seminar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ctivities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nd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between October and 
November 2019.  Because of research ethics considerations, the first page of the 
questionnaire clearly informed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and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was anonymous and that they could answer without worrying 
about their privacy.  

The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TPB was divided 
into three factors, namely attitudes,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nse of trus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factors, namely ability, integrity, and 
benevolence.  The hypothesis that trust was a mediator was partially supporte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had the stronges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ublic’s use 
of fact-checking platforms.  Furthermore, user experience, benevolence (trust), 
and competence (trust)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ed people’s fact-checking 
intentions.  The integrity of (trust in) a platform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s’ fact-checking intentions.  Attitude and subjective norms were 
found to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fact-checking behavior.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was discovered to be the core factor affec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s (Han et al., 2010; Liu et al., 2019; Wang et al. , 2016).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enables the public to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issues, share methods 
of verifying information wi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actively inform relevant 
units of misinformation.  This finding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incorporating 
information and media literacy into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extending information and media literacy into social education.  

This study also discovered that user experience was a decisive factor 
in motivating people to use fact-checking platforms.  The study verified the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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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functions, ease of use, and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technology 
platforms, with a look and feel that emphasizes on safety and security (Doney & 
Cannon, 1997; Hassenzahl & Tractinsky, 2006; Jones & Marsden, 2006; Rowley 
et al., 2014).  For people concerned about food safety misinformation, fact-
checking platforms must be easily searchable (e. g., the website name is easy to 
remember and the site address is easy to find), and users must be able to see the 
latest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The content must be clear and easy to read.  The 
fact-checking platform must make determination on which articles have been 
verified easy to read for the public.  This will make the public feel that relaying 
the results of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checks is eas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sense of trust toward fact-checking platforms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Fact-checking intentions had extremely high predictive 
validity, a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sense of trust was satisfact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user experience a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for creating a sense of trust in fact-checking platforms.  Only when 
people can confidently and actively check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in an effective 
and enjoyable manner can the trust in the fact-checking platform be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bout trust as a mediator can serve as a crucial reference 
for scholars to re-examine in the future.  

The findings also reveal that the integrity aspect of trust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public’s intentions of using fact-checking platforms.  After a careful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the researchers discovered many studies found that the public 
still has several doubts about digital-platform-related privacy, data, and asset 
protection.  If a platform emphasizes its open management and transparent 
operation, these aspects may eventually affect the public’s trust in the platform 
(e. g., Urban et al., 2000).  Gefen et al. (2003) specifically mentioned that online 
trust must b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that the platform industry will not profit 
from deception and will absolutely guarantee the network security.  Pavlou 
(2003) and Pavlou et al. (2007) also mentioned that if consumers feel that some 
risk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they trust the platforms less 
and it negatively affects their digital actions.  The transparency of management 
disclosure and checklists, highlighted by the present study, may make the public 
worry that the excessive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will violate their privacy and 
checking content.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the integrity aspect of trust, this study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fact-checking platforms to make the member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ublic, to maintain fairness and rigor in the information 
review process, and to ensure that the mechanism for correcting false information 
is open and transparent.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avorable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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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image that fact-checking platforms must establish.  However, much food 
safety and agricultural misinformation in Taiwan is linked to poli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political tendencies of entrepreneurs and the illusion of oppressed innocent 
farmers.  Because of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blue and green political 
camps in Taiwan,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if the ruling party is not of their own 
ethnic group, then the party is generally untrustworthy.  This distrust extends to 
the members of an inspection platforms, the information review process, and the 
information correction mechanism; that is, a backfire effect is caused.  Even if 
verifications and claims are made by third parties or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 
people will ignore or refute them if they do not conform to their own beliefs (Nyhan 
& Reifler, 2010; Wood & Ravel, 2018).

Taiwan is often attacked by misinformation and is one of the worst countries 
worldwide in terms of this problem.  The situation is also expected to worsen in 
the future (Walsh, 2020).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has always been a tool used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 or interested people to disrupt democratic countries or 
normal systems.  In the past few years, this trend has become a normal threat to 
Taiwan, and this type of malicious cognitive warfare will become more intense, 
with machine learning and local cooperators employed to refine the content 
of false information and increase its pervasiveness (Ye, 2020).  Although food 
safety misinformation is not as harmful to the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as political 
misinformation is, it involves the same response of clearly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threats, establishing discourse, and gaining public support.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Taiwanese 
society should provide its citizens correct information and a strong democratic 
system, which is the best defense method.  Timely response and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re crucial for effectively combating misinformation.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democratic system and the country’s values, the most critical 
force behind devising a favorable strategy of combating misinformation is 
having people who can discern the authenticity of information and actively 
check for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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